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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大数据时代发展背景,采用 ArcGIS 空间分析方法和地理探测器探测技术,利用 POI 数据分析上

海城市功能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演化规律,探讨其驱动因素｡ 结果发现:①上海城市功能区空间设施 POI数量增加显

著,中心城区集聚密度降低,郊区集聚密度增长迅速,但仍与中心城区存在显著差距,特别是生活休闲空间热点区功

能设施不断增加｡ ②城市功能空间呈现“圈层+组团”结构,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从以黄浦区人民广场组团的城市

中心移至以徐汇区徐家汇组团的城市中心｡ ③上海城市功能空间分布表现出“中心城区多核分布,郊区多次中心环

绕”的结构特征｡ ④上海市对郊区较大的投资力度和优惠政策,使郊区功能区空间设施集聚密度不断增强,“五大

新城”成为上海市重点发展的国际对外窗口｡ ⑤上海市功能区热点区域的形成和演化是以人地关系为基础,区位条

件､ 历史因素､ 人口迁移､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政府政策等多种因素合力推动了热点区区域的形成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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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城市问题逐渐增多,快速的无序建设､粗放的发展模式等造成了城市公共空间与资源分

配不均衡[1],精准的空间潜力发掘､盘活存量､整合高密度的土地利用成为城市发展关注的重点[2]｡因此,理清城市功能空间分布特

征和演化规律迫在眉睫｡探索城市功能空间动态格局,分析演变历程,探讨演变机理,引导城市功能空间由粗放式的“增量扩张”

模式转型为精细化的“存量优化”模式[3],有利于促进城市系统的健康发展,并为我国各级政府及时制定科学有效的规划提供参

考｡ 

传统的城市功能空间研究主要基于定性研究,通常运用专家评判和调查统计方法[4,5],但其主观性太强､成本高､时效性差[6,7]｡

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和成熟,可以通过影像来识别城市地表信息并确定其属性,但只能识别建设用地､水体等,而难以全面准确表

征城市内部功能属性[8-11]｡近年来互联网发展迅速,地理城市大数据挖掘技术为城市空间定量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12,13]｡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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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令和 GPS轨迹数据涉及广泛人群,能够记录居民踪迹,多用来研究居民出行特征与城市功能区识别[14],但该类数据获取困难且费

用昂贵｡社交媒体签到数据可用来估算土地利用信息[15],虽然不难获取,但是数据量小且内容相关性不强｡兴趣点 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具有分布较广､数据量大､精度较高且容易获取等优势
[16]
,相比于传统方法,利用兴趣点(POI)等数据,结合地理信

息系统对城市空间研究的方法不但排除了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而且降低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最终提高了结果的可

靠性和精确性[17]｡ 

上海是我国直辖市之一,也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城市逐渐迈进世界前列,整体呈现出快速提升的趋势｡《上海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到 2025年,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取得重大进展,国际经济､金

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核心功能迈上新台阶[18]｡《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提出:到 2035 年,将上海建设成为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长三角世界级群的核心引领城市,并将其建设成卓越的全球城市
[19]｡当前,上海已进入城市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在充满机遇的同时,面临的城市功能转型､人口持续增长､环境资源约束等多方面的压力也日益凸显,研究上海城市空间结构对增

强城市核心功能,强化空间载体保障,促进人口､土地资源要素优化布局极为重要[18,19]｡基于此,本文利用 ArcGIS 分析等相关技术

研究上海城市功能区空间结构及演化方式,厘清城市功能空间集聚与扩散之间的响应关系,探索城市功能区动态发展规律,可为

未来上海城市发展和建设全球城市提供参考,并为同类型城市功能转型升级提供支撑和依据｡ 

1 区域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上海市为研究区域｡上海市下辖 16个辖区(图 1),土地总面积 6340.50km2,建设用地面积 3071km2,常住人口 2487.09万

人
[20]
,外来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41%,城镇化率为 88.10%｡2020年,上海市全年实现生产总值(GDP)38700.58亿元,实现第三产业产值

28307.54亿元｡ 

 

图 1上海市各区区位 

本文选取 2010年､2015年､2020年 3个时间节点进行研究,综合其他学者对城市功能区的分类,并参考 POI相关分类标准[1,21],

将上海市功能区划分为 6 类功能空间｡基础数据通过统计年鉴等资料收集,并申请高德电子地图平台上备份的 2010 年､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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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POI数据,经过去重､筛选､清洗等过程,得到有效数据 2317228条｡ 

1.2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 ArcMap10.2 软件对上海城市功能区的空间分异进行了具体分析｡首先,对上海市各区域功能区的空间设施进行统

计,分析其数量演化情况;其次,对城市功能空间集聚特征､分布方向､演化趋势和热点区分布特征及演化规律等进行研究;最后,

结合地理探测器探究其演化动因,以此挖掘上海城市功能区演化的驱动因素｡ 

平均最近邻分析法:最近邻指数通过实际观察距离和理论观察距离之比来描述点状地理事物在空间相互临近程度的地理指

标
[22]
,可反应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特征｡本文选取地理空间分析中的平均最近邻分析来描述上海城市功能空间的集聚分布格局,

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ANN 为最近邻指数(若 ANN>1,要素随机分布;若 ANN<1,要素集聚分布);RO 为表征近邻程度的平均最近邻距离;RE 为要

素随机分布平均距离;ri为要素 i与其最近邻要素的距离;n为要素数量;A表示区域面积[23]｡ 

标准差椭圆模型: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韦尔蒂最早采用标准差椭圆模型来分析点的分布和方向[24],如今该模型已经逐

渐发展成主要应用于地理空间分布特征的统计模型｡本文通过标准差椭圆来揭示上海城市功能空间的主要分布方向及变化趋势｡ 

标准差椭圆模型主要包含 4个参数:椭圆中心表示空间设施的分布重心;长轴表示空间设施在主要分布方向上的离散程度;短

轴表示设施在次要方向上的离散程度;长短半轴的差值与长半轴的比值为扁率,扁率越大,表示设施分布越显著,反之则越模糊
[25]

｡方向角∂的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 分别表示平均中心和 x､y坐标的差｡ 

最后确定 x､y的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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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密度估算模型:本文利用核密度估算模型模拟空间集聚区域,以探索上海城市功能空间的热点分布特征｡模型是基于估计

概率密度函数,采用平滑的峰值函数并选择合适的半径来拟合观察功能区空间设施,然后显示出平滑的密度来揭示设施在空间集

中分布的状态
[26]｡x1,x2,…,xn 为独立同分布的 n个样本点,设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f(x),其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k[]为核函数;h 为函数宽带;n 为在宽带范围内的数目;d 为数据的维度;(x-xi)表示两点之间的欧氏距离[27]｡根据已

有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成果和不同宽带可视化的效果,本文最终选择了 1000m的宽带｡ 

地理探测器:地理探测器通过空间异质性探测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空间分布格局的一致性｡其假设某些自变量对因变量有不

同且重要的影响,自变量和因变量在空间分布上是相似的[28],主要用于探究空间分异特征背后的驱动因素｡通过因子探测､交互作

用探测､风险探测和生态探测 4 个模块可解释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影响｡本文借助地理探测器中因子探测和交互作用探测两个模块

挖掘上海城市功能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 

2 上海功能空间演化特征 

2.1功能区空间设施演化特征 

上海郊区功能区空间设施总量发展迅速,部分区域已经超越中心城区｡从时间上看,上海市 POI 增长显著,各中心城区的 POI

先增长后减少,城市郊区的 POI 则一直在增长｡从空间上看,浦东新区无论是从增量上还是占比上都远高于其他区,城市总体 POI

分布特征为“中心城区分布多,周边区域分布少”｡以郊区松江新城､嘉定新城､青浦新城为代表的郊区发展迅速,至 2020 年 POI

总量已经超越中心城区的静安区､黄浦区､虹口区､金山区,具体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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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上海市各辖区 POI数量 

各类功能区空间设施演化差异较大,休闲娱乐设施的变幅最大｡2010 年休闲娱乐空间设施的占比为 0.34%,2015 年占比达

61.30%,其中,绿地与广场空间设施的占比最小｡各类功能空间设施增幅有所差异,公共服务空间､绿地与广场空间､道路与交通设

施空间设施始终保持倍速增长,从 2010 年的 2.65%增长至 2020 年的 10.21%,公共服务设施从 2010 年的 6.76%增长至 2020 年的

12.60%,绿地与广场空间设施从 2010 年的 0.34%增长至 2020 年的 0.66%｡居住､商业金融､休闲娱乐设施占比下降｡其中,居住､商

业金融设施先下降后增长,休闲娱乐设施的变幅最大,2010年占比为 55.42%,2015年增长至 61.30%,2020年又降至 45.90%(图 3)

｡ 

 

图 3上海市功能区空间设施 POI数量占比 

功能区空间设施呈现明显的“圈层式”结构｡以人民广场为中心,以 5km 半径为缓冲区,统计各缓冲区内功能区空间设施 POI

数量占比｡不同半径下,各类型的数量差异明显,占比从人民广场向外围逐渐降低(图 4)｡在距离人民广场 10km 的半径处形成“凸

起带”,从 20km 半径处,各类设施占比总体逐年递增,在 35km 处出现小“凸起带”,城市出现次核心区与核心区界线｡2010 年上

海城市功能区空间设施集聚热点区域蔓延至离人民广场 5km 范围处,2015 年蔓延至 10km 范围处,2020 年不同缓冲区之间占比出

现下降,但下降趋势较为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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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不同半径下上海市功能区空间设施占比 

2.2功能空间集聚性演化特征 

休闲娱乐空间集聚密度升高,其他功能空间集聚密度下降｡上海市 3 个时间节点的城市功能空间设施分布的最近邻指数 R 值

均通过显著水平检验,最近邻指数从 2010年的 0.18 增长至 2020 年的 0.20,表明城市功能空间集聚密度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仍处

于高度集聚状态｡各类功能空间的最近邻指数均落在 0.15—0.33 区间,表现出极高的集聚特征｡不同功能空间集聚特征变化有显

著差异,受到上海市“退二进三”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休闲娱乐空间集聚密度持续增强,最近邻指数由 2010年的 0.15下降至

2020年的 0.04｡其他 5类空间集聚密度均有所下降,绿地与广场空间表现最为显著,受到自然生态条件和城市开放空间的影响,最

近邻指数 R值由 0.25增至 0.39｡ 

2.3功能空间分布格局演化特征 

上海城市功能空间发展向心力减小,离散力增强,分布重心与城市中心错位｡以人民广场为城市中心[29],分析其与城市功能

空间分布重心的位置偏离情况,结合标准差椭圆分析上海市功能空间中心离散趋势和方向变化趋势,具体如图 5 所示｡从图 5 可

见:上海城市功能空间分布重心虽然持续向西南方向移动,但是始终在徐汇区徐家汇一带,且与城市中心显示具有一定程度的差

异｡从偏移距离来看,商业金融空间偏移最大,居住空间偏移最小,说明居住空间分布重心相对稳定,与城市中心的融合状况要优

于公共服务商业金融､休闲娱乐､绿地与广场､道路与交通 5类空间,各类功能空间重心偏离程度呈现“商业金融空间>休闲娱乐空

间>绿地与广场空间>道路与交通空间>公共服务空间>居住空间”的位序特征｡椭圆长轴与短轴向外扩张的同时保持“东北—西

南”方向的延伸,说明此方向是上海市公共资源分布的主导方向｡长短半轴逐渐增加且两者差距越来越小,整个城市向心力逐渐

变小,离散力逐渐变大,整个城市不断由内向外扩张｡ 

 

图 5上海市功能空间分布重心与标准差椭圆分析 

各类功能空间发展方向与城市重心发展方向一致｡绿地与广场空间椭圆长短轴最长,扁率最小,由于该类设施主要是政府投

资建设,在规划期间首先考虑广大市民的文化需要,空间分布最为广泛;居住空间椭圆长短轴最短,扁率最大,空间集聚的方向性

最为明显,集聚指向表现较强的向心性;休闲娱乐空间椭圆分布重心､形态大小基本与上海市整体功能空间分布类似;商业金融空

间椭圆方向与南北方向平行,且向郊区方向延伸最为明显,与上海市整体发展方向保持一致,呈“核心—外围”模式,其经济高中

低水平从中心城区到远郊区梯度递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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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功能区热点区域分布特征及演化规律 

2010—2020 年,上海城市各功能空间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核心热点区域及集聚规模快速增长,空间设施密度不断提升,结

构逐渐均衡｡具体表现为:2010 年,中心城区呈面状集聚,郊区呈点状集聚,形成以黄浦区人民广场为城市核心､静安区(静安寺)､

徐汇区(徐家汇)､浦东新区(世纪大道)等多个组团结构｡以人民广场为中心,边缘东至黄浦区城隍庙,西至静安区静安寺,北延至

虹口区—静安区边界,南至静安区—黄浦区—徐汇区交界处为主要的热点区域,分布有外滩金融中心,陕西南路､淮海中路､黄陂

南路等历史街区,南京路步行街､新天地等大型商业区,还有以徐汇区徐家汇､长宁区东华大学次热点区域,具体如图 6 所示｡公共

服务空间､休闲娱乐空间､道路与交通设施空间热点区域分布在距离人民广场 0—5km范围内,涉及徐汇区北部和黄浦区南部,主要

沿地铁 10 号线､陕西中路､淮海中路､黄陂南路､老西门､南京东路等街区和以静安寺为核心的区域,商业金融空间在浦东新区陆

家嘴形成显著的热点区域,居住空间在距离人民广场 5—10km范围内形成了以虹口区京城公园､静安区岭南公园､杨浦区黄兴公园

､长宁区华山绿地等公园为核心的热点区域｡相比其他类型的功能空间,绿地与广场空间集聚区相对分散,除了城市中心区域以静

安寺､淮海中路､黄陂南路､城隍庙等历史街区为热点的区域外,近郊区还形成了以嘉定区的秋霞圃､松江区的方塔园､浦东新区的

古钟园等风景区的次热点区域,具体如图 7所示｡ 

 

图 6 2010年上海市整体功能空间核密度 

2015 年,中心城区多核结构显著,集聚密度增强,郊区呈现点状扩散态势,出现了以杨浦区五角场､长宁区中山公园为核心的

新热点区域,同时原有热点区域集聚密度和区域增加,向北延至虹口区海伦路､东宝兴路,且在周边形成了多个次热点区域(图 8)｡

居住空间较 2010年变化显著,出现多个热点区域｡距离人民广场 5—10km范围内,原有热点区域密度有所下降;由于浦东新区常住

人口不断增加,此区域形成了多个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浦东新区云山路､世纪公园和沿地铁 13 号线的济阳公园､东明路､下南路

等区域｡公共服务空间､商业金融空间､道路与交通设施空间在原来的热点区域集聚密度有所增加,休闲娱乐空间形成以黄浦区的

南京路步行街､徐汇区的徐家汇､杨浦区的五角场为核心的 3个集聚密度最高的热点区域,郊区组团态势显现,但集聚密度不高(图

9)｡2020 年,上海中心城区热点区点面融合向郊区蔓延,集聚密度下降,郊区热点区域扩张明显,嘉定新城､青浦新城､松江新城､奉

贤新城､南汇新城的热点区进一步向外发展形成集中的面状区域｡至此,新的空间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上海市功能空间热点区域多

中心发展趋势更加显著(图 10)｡ 

上海居住空间在距离人民广场 0—25km 半径内形成多个热点区域,在郊区“五大新城”形成了次热点区域｡商业金融空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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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大道→延安路沿线高度集聚,包括陆家嘴外滩金融中心､人民广场､淮海中路､徐家汇商务办公区｡其他热点区域密度均下降,

但蔓延趋势显著,郊区密度不断提高,由中心城区向郊区迁移发展态势显著(图 11)｡上海功能空间表现出中心城区至郊区集聚密

度递减,且在各郊区均有一定规模的集聚中心,呈现出“大集中､小分散”的形态与“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功能空间结构｡ 

 

图 7 2010年上海市各类功能空间核密度 

 

图 8 2015年上海市整体功能空间核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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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15年上海市各类功能空间核密度 

 

图 10 2020年上海市整体功能空间核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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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20年上海市各类功能空间核密度 

3 功能空间特征演化驱动因素 

上海市功能空间演化特征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城市发展过程既会受制于自然交通要道的约束,也会与社会历史文化底

蕴相互耦合｡随着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迁移,人口空间分布将会影响整个区域服务水平和就业空间的分布,城市功

能空间的建设也将会随之变迁｡规划政策､产业结构､人口变迁等因素对空间重构起到了重要作用,最终影响着城市功能区的空间

格局｡本文根据分析结果,并结合数据可获取的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从以下 5个方面分析影响上海城市功能空间演化的驱动因素: 

自然､经济､社会因素交互影响城市功能区的空间分布｡根据上海市自身情况和数据的可获取性,遴选出区域自然､经济､社会

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作为探测因素:①道路网密度作为自然因素代表区域交通的便捷程度;②人均 GDP 作为经济因素代表区域的经

济水平;③人口密度作为社会因素代表区域的市场活力｡利用地理探测器和空间插值等空间分析工具分析各影响因素对上海城市

功能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得出因素解释力 q 值:影响因素通过显著水平检验,q 值显著,取值范围在 0—1 之间,值越大,说明该因

素对空间分布的影响越大｡人口密度对城市整体功能空间的影响最大,其次是道路网密度,影响最小的是人均 GDP｡功能空间分布

受人口密度和人均 GDP 解释力逐渐减小,道路网密度解释力逐渐提高,说明城市功能空间分布受区域交通便捷程度的影响逐渐增

强｡对比交互探测结果发现,任何两种因素对空间分布的影响力均高于单因素的影响力,表现出双因子增强的交互作用类型｡其中,

人口密度和道路网密度交互作用对功能空间解释力最大,单因素中人口密度的解释力最大,说明社会因素是影响城市发展与空间

布局的关键因素｡ 

区位条件与历史因素推动城市功能空间热点区域的形成｡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近百年的历史积累形成了独特的

“租界”文化和海派文化[31]:延安东路北部､北京东路南部､河南中路东部,北至苏州河,西至西藏中路的英租界､苏州河北岸虹口

地段的美租界,北至延安中路,南到斜桥､东达方浜西路,西至华山路的法租界｡大量的人流､物流､资金流集中于此,形成了长盛不

衰的热点区域｡另外,人民广场､城隍庙和淮海中路等历史街区依托极高的历史地位与雄厚的人口群体,对休闲娱乐空间具有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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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需求｡ 

人口空间变动引起城市功能空间结构的演化｡城市功能空间分布与人口分布紧密联系,人口密度高的地区有更高的功能配置

需求｡上海市统计局 2020 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心城区拥有极高的人口密度,其中,静安区和黄浦区分别达到 28680 人/km2､31808

人/km2｡但黄浦区处于负增长状态,10年间常住人口减少了 15.06万人,功能空间设施 POI数量基本保持不变,仅增长了 0.08%｡郊

区人口增长较快,浦东新区人口最多,2020年达到 556.7万人,也是变化最大的区域,10年间共增加了 137.65万人｡上海市人口分

布变化表现出明显的郊区化,与中心城区的人口集聚密度差异有所缩小｡2020 年,松江新城､嘉定新城､青浦新城的功能空间设施

POI数量已经超越中心城区的静安区､黄浦区､虹口区､金山区｡ 

产业结构调整改变城市功能空间的分布格局｡2010年以来,上海市“退二进三”的演变愈发显著｡2010年,上海市三次产业结

构比为 1∶62∶86.3,2020 年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1∶104∶277.6,第二产业下降了 14.54%,第三产业增加了 14.9%｡先进制造业等

集中在上海郊区,形成了张江微电子产业基地､宝山钢材产业基地等六大基地,第三产业集中在中心城区｡2010—2015 年,休闲娱

乐空间设施激增,POI 数量增长 1 倍,浦东新区､黄浦区､静安区､长宁区发展最迅速,最高密度从 2371.22 个/km2增至 7077.83 个

/km2,松江区､奉贤区､宝山区等倍速增长,其中松江区增长了 2.13 倍｡互联网电商行业迅猛发展,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影响,2015—

2020年上海休闲娱乐空间设施 POI数量下降了 27.83%,热点区域集聚密度骤降,从 7077.83个/km
2
下降至 3411.61个/km

2
;商业金

融空间设施增长较快,POI数量增长了 37.94%,特别是浦东新区的陆家嘴—外滩商务办公区｡ 

政府政策引导城市功能空间的发展方向｡《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提出以中心城区为主体,形成“多层､多轴

､多核”的城市空间结构布局与“中心城､新城､新市镇､中心村”的城市规划体系[32]｡《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延

续和优化城乡体系空间布局,形成“主城区—新城—新市镇—乡村”组成新的城乡体系[19]｡从两个阶段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可以发

现上海市城乡空间结构优化的重点都在郊区,且着重提升主城区功能能级,切实防止中心城向外无序连绵发展,并引导城市空间

多核多轴发展｡相比上一阶段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现阶段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强调主城区以中心城区为主体,沿黄浦江､延安路

—世纪大道两条发展轴引导核心功能空间集聚,并强化虹桥､川沙､宝山､闵行 4个主城片区的支撑,突出新城的综合性节点城市功

能,重点发展基础较好的嘉定､松江､青浦､奉贤､南汇新城,同时促进新市镇协调发展,根据不同城镇的功能特点,将其分为核心镇

､中心镇､一般镇,使上海市形成“多廊､多核､多圈”的市域总体空间结构[19]｡ 

4 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本文基于大数据环境背景下分析了 2010—2020年上海城市功能空间分布特征､演化规律及驱动因素,对各类功能区的空间集

聚特点及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主要结论如下:①从空间演化规律来看,上海城市功能空间发展呈现出“组团+圈层”的演化特征

｡2010—2020年,上海城市功能空间整体上以外部扩张为主,集聚态势由“单核辐射发展”模式向“多核心､组团式”模式转型,郊

区各区域基本形成了各自的极核,且呈现出辐射发展的态势｡②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上海城市各区域功能区空间设施集聚密度

的差异性较大｡中心城区功能区空间设施增长缓慢,且集聚密度有所下降;郊区功能区空间设施增长迅速,集聚趋势明显增强,与

中心城区的差距逐渐缩小｡③从空间发展方向来看,上海城市功能区以“东北—西南”方向为主,“西北—东南”方向为辅,分布

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城市和郊区的边界性逐渐模糊｡“五大新城”发展迅速,新城地位逐渐凸显,空间热点区域呈面状发展,集聚

密度显著增强｡④从驱动因素来看,区位条件和历史因素是影响上海城市功能空间结构分异的决定因素,人口因素是影响上海城

市功能空间布局的重要内生动力｡首先,外来人口在郊区的大量融入导致就业空间的分散化特征显著,多中心化趋势明显｡其次,

交通便捷性与人口经济质量的提升不仅促进了城市功能区空间设施显著的提升,还引导了城市功能空间结构的外扩｡最后,市场

经济的有效驱动､政府规划的宏观引领等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4.2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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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研究,目前上海距离卓越的全球城市目标还存在一定的距离｡本文对未来上海城市功能空间发展提出 3 个方面优化

建议:①优化“多核､多轴､多层”的城市空间格局｡进一步改善上海城市人口布局,提升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加强重点城镇建设,强

化沿湖､沿江､沿高速等重要廊道发展｡②强化新城的综合服务功能｡加大对新城的政策支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充分发

挥新城在优化空间､集聚人口､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方面的作用,增强新城的区域辐射能力｡③促进中心城区与郊区均衡发展｡继续

疏解中心城区部分功能至郊区,加快郊区功能空间结构优化,推动郊区产业转型升级与布局调整,增加郊区就业岗位,提高人口集

聚密度,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资源向郊区集聚区倾斜｡④加大跨区域联动建设力度,推动上海与周边城市一体化发展｡强化嘉定

区､金山区､青浦区周边城镇与苏浙皖的联动建设,加强规划共同研究,提高基本公共资源共享能力,统筹跨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

促进功能空间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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